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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系统可靠性的提高, 高风险企业超过三分之二的事故原因涉及人的因素。员工不安全行为是系

统失效的触发因素, 潜藏的社会情境因素(如安全氛围)是“常驻的病原体”, 因此探索并改善影响安全行为的

社会情境因素是有效提升组织安全的关键。在众多的情境因素中, 安全氛围对安全绩效的积极影响已得到充

分的文献支持, 但对如何改善安全氛围的探索却有限。本项目围绕管理者对安全的承诺这一安全氛围的核心

维度, 基于信号理论提出直接安全管理行动是体现管理者安全承诺的重要途径, 并在探索主管和经理关键安

全管理行动对团队和组织安全氛围影响的基础上开展相应的干预研究。具体而言, 在团队层面, 探索改善主管

关键安全管理行动对团队安全氛围提升的有效性; 在组织和团队两个层面, 探索改善经理的关键安全管理行

动对同时提升组织和团队安全氛围的有效性。研究结果预期可以在安全管理实践中推广应用。 

关键词  组织安全氛围, 团队安全氛围, 安全管理行动, 管理者对安全的承诺 

分类号  B849: C93 

1  问题提出 

以核电、民航和石油石化等高风险行业为代表

的工作场所安全是全世界广泛关注的重要课题

(Beus et al., 2016; He et al., 2019), 由工作场所伤亡

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各国每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

例可达 4%(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2016)。

我国的安全生产形势虽然近年来持续好转, 但安

全事故的体量仍然很大, 据国家应急管理部统计, 

2020 年发生安全生产事故 3.8 万起, 死亡 2.74 万

人(人民网, 2021), 造成大量经济损失和负面社会

影响。“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福祉, 事关经济社会发

展大局” (人民网 , 2016), 面对严峻的安全形势 , 

更清晰地理解工作场所安全的影响因素是安全改

善坚实的理论基础(Beus et al., 2016; Toppazzini & 

Wiener, 2017), 也是不断提高人民的安全感和幸

福感 , 保障群众安居乐业的社会基础 (新华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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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近几十年来, 有关工作场所安全影响因素的

研究, 从早期的关注工程与技术可靠性、个体因

素与工效学, 转向了基于更广泛的社会技术系统

视角, 考察社会共享认知、社会互动等组织过程

对组织安全的影响 (Hale & Hovden, 1998; Lee 

et al., 2019; Reason, 2016)。随着各相关学科的探

索, 人们对安全问题的了解亦越来越深入：(1)系

统中技术可靠性越来越高, 单纯由于技术失效带

来的风险处于稳定的低水平状态(Nahrgang et al., 

2011; Shappell & Wiegmann, 2003); (2)非技术因素

对事故的相对“贡献”高居不下, 超过三分之二的

事故涉及人的原因(Toppazzini & Wiener, 2017); (3)

员工的不安全行为作为事故的重要“触发因素” 

(trigger), 是事故发生的直接预测源 (Griffin & 

Curcuruto, 2016; Toppazzini & Wiener, 2017); (4)

从事故防御的视角 , 员工不安全行为是系统的现

行失效(active failures), 潜藏的社会情境因素才是

“常驻的病原体” (resident pathogens; Reason, 2016; 

Zohar, 2010)。 

在影响员工安全行为的诸多情境因素中,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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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氛围(safety climate)是被研究最多的关键角色

(Beus et al., 2016; Luria, 2019; Zohar & Polachek, 

2014)。安全氛围是指员工对组织安全政策、流程

和实践惯例的共享知觉(Zohar, 2003)。从该构念首

次被提出至今(Zohar, 1980), 相关科学文献以年

平均 11%的速度增加, 其中有 25%发表于 2016 年

以后(Bamel et al., 2020)。安全氛围对安全行为和

安 全 结 果 的 积 极 效 应 得 到 了 充 分 的 验 证

(well-documented; 如, Beus et al., 2015; Dahl & 

Kongsvik, 2018; Griffin & Curcuruto, 2016; Naveh 

& Katz-Navon, 2015), 因此, 大量的理论与实践

需求呼吁成功的安全氛围干预(Lee et al., 2019; 

Zohar & Polachek, 2014)。 

安全氛围干预的首要目标是改善管理者对安

全的承诺(management commitment to safety, 以下

简称管理者安全承诺)这一核心维度, 即员工对管

理层重视员工安全地工作并致力于保障员工安全

程度的知觉(Hansez & Chmiel, 2010; McGonagle 

et al., 2016)。安全承诺作为管理者拥有的信息

(Kelloway et al., 2017), 会通过管理者一系列具体

的安全管理行动来传递(Fruhen et al., 2019), 从而

被员工知觉。由于不同级别的管理者(本项目关注

主管和经理两级, 后者指主管的主管)在管理中扮

演着不同的角色(Andriessen, 1978; Dierdorff et al., 

2009), 两级管理者所表现出的关键安全管理行动

会存在差异(Pavett & Lau, 1983)。主管与经理的关

键安全管理行动分别对员工的团队和组织安全氛

围产生影响(Zohar, 2003)。因此, 本项目将响应学

者们的呼吁(如, Lee et al., 2019; Zohar, 2010), 在

探索不同层级管理者的关键安全管理行动对不同

水平安全氛围影响的基础上, 通过改善主管的关

键安全管理行动 , 开展团队安全氛围干预研究 ; 

通过改善经理的关键安全管理行动, 开展同时提

升组织和团队安全氛围的干预研究。研究成果有

望为提升工作场所安全提供有效的理论与实践启

示 (Bamel et al., 2020; Lee et al., 2019; Reason, 

2016)。 

2  文献综述 

2.1  安全氛围 

安全氛围属于组织氛围的一个特定方面

(facet), 体现了员工对安全管理方面的共享知觉

(Zohar, 2003)。该知觉具有两个特征：个体之间共

享和基于员工在日常互动过程中对组织安全特征

的观察体验而形成。“共享”的特征能够有效区分

安全氛围与心理安全氛围 (psychological safety 

climate, 个体对工作环境安全的知觉)。只有当“知

觉”被一个团队或组织中员工共享时 , 安全氛围

才能作为一个集体属性而产生。“互动”的特征表

明安全氛围具有可描述和认知的属性, 这可以将

它与具有评价和情感属性的安全态度区别开

(Beus et al., 2016; Luria, 2019)。 

安全氛围作为工业组织的一个特征 (Zohar, 

1980), 具有多维度、多水平的属性。安全氛围的

维度分类繁多, 从 1 维到 12 维都有(Beus et al., 

2016)。其中, 最无异议且最具预测力的维度是管

理者安全承诺(Fruhen et al., 2014; Nahrgang et al., 

2011), 本项目将采用该维度来表征安全氛围。 

安全氛围最早被界定为组织水平的构念

(Zohar, 1980)。组织中的高级别管理人员(经理)可

通过制定政策并建立促进政策执行的流程来影响

组织安全氛围。后续的研究发现, 安全氛围在同

一组织内不同团队之间也存在差异 (Griffin & 

Curcuruto, 2016)。因为组织流程很少能覆盖到所

有工作情形, 团队主管在日常监管实践过程中具

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supervisory discretion)。因此, 

在解释和执行正式组织程序时所体现出的主管的

个体差异, 会通过日常工作互动传递给员工, 帮

助员工形成对所在团队安全氛围的知觉。最终 , 

基于不同的参照信息源(主管和经理), 员工会形

成两个水平并存的安全氛围：团队安全氛围和组

织安全氛围(Zohar & Luria, 2005, 2010)。 

2.2  安全氛围形成的理论机制 

鉴于团队和组织两水平安全氛围形成的理论

机制相似, 为避免信息混乱, 接下来以团队安全

氛围为例展开描述。 

安全氛围作为一个涌现 (emergence)的过程 , 

具有“格式塔”的特征。各个成员作为团队中的“组

成部分”在日常交互过程中会出现趋同 , 并形成

一种新模式, 或涌现出一种集体的、具有动态特

征的、更高层次的“整体”现象, 即团队安全氛围

(Fulmer & Ostroff, 2016)。信号理论(Signaling theory; 

Stiglitz, 2002) 和 社 会 信 息 加 工 理 论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 Salancik & Pfeffer, 

1978)可以帮助理解团队安全氛围的涌现过程, 前

者解释了团队主管对于安全氛围的影响, 后者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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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了团队成员生成共享知觉的过程。 

信号理论认为, 信息拥有者和决策者之间存

在信息不对称(Stiglitz, 2002)。为减少这种不对称, 

信息拥有者需要通过采取积极的行动释放信号 , 

传递自身或者组织具有良好品质(quality)的信息

(Connelly et al., 2011; Spence, 2002)。有效的信号

依赖于信息的可观察性(observability), 即信号接

收者可以注意到信号的程度(Spence, 2002)。在以

安全为导向的组织情境中, 主管对员工安全的承

诺, 是其个人拥有的潜藏信息, 代表主管个体在

安全方面具备的积极品质 (Ramaswami et al., 

2010)。主管在安全方面采取的管理行动属于一种

高可观察性的信号, 可将管理者对安全的承诺传

递给员工(Kelloway et al., 2017)。在动态的组织环

境下, 主管可以通过提升同一安全管理行动的频

率(frequency, Janney & Flota, 2003)或开展不同的

安全管理行动(Balboa & Marti, 2007)加强这一信

号的有效性。 

员工将安全管理行动信号转化成共享知觉的

过程, 可以用社会信息加工理论来解释。该理论

强调个体的过去经验和情境因素对员工态度和行

为的影响(Salancik & Pfeffer, 1978), 包括两个关

键过程：意义建构 (Sensemaking) 和意义赋予

(Sensegiving; González-Romá et al., 2002)。前者是

指团队成员给自身所经历的事件赋予意义的一系

列持续不断的社会认知加工过程 (Weick, 1993); 

后者是试图影响他人的意义建构, 从而使他人对

组织的现实情况进行重新定义和解释的过程

(Bartunek et al., 1999)。共享团队情境并且在解释

情境方面互相影响的团队成员可以通过集体意义

建构和意义赋予, 形成共享的氛围知觉。 

员工共享知觉的建立过程需要通过三个阶段

实现：接触事件, 解释事件和知觉保持(Griffin & 

Cururuto, 2016)。(1)来自同一团队的成员能够接触

到相似且无需直接参与的事件。根据意义赋予过

程, 团队主管或其他成员对某一安全相关事件及

奖惩处理的沟通, 可以帮助团队中每一位员工形

成针对同一事件的个体心理氛围知觉 (Luria, 

2019)。(2)由于个体差异的存在, 参与或接触相同

事件的员工对该事件的解释可能各不相同。根据

集体意义建构理论, 当组织情境较为复杂且充满

不确定时, 会促使个体与他人进行社会确认 , 检

验自己对组织环境的理解是否可靠和有效(Zohar, 

2008)。这一过程增加了集体涌现的属性(氛围)。

(3)当团队的氛围产生后, 团队会发展出保持该共

享一致性或相似性的机制。即, 当基于接触事件

和解释事件形成的氛围一旦产生, 团队成员会持

续保持这个一致性的知觉, 减少与其他成员知觉

差异的可能性(Luria, 2019)。 

2.3  安全氛围改变的策略 

探索安全氛围改变策略的基础是对安全氛围

影响因素的识别。这些因素可以概括为个体(如, 

人格、态度等)和情境(如, 组织氛围、工作要求、

工作资源、领导等; He et al., 2019)两方面。从干

预效率的角度, 改善情境因素能够惠及更多个体

和团队, 因此是本项目聚焦的目标。领导(管理者)

创造氛围 (He et al., 2019; Lewin et al., 1939; 

Robbins & Coulter, 2017), 大量实证研究也表明, 

管理者是安全氛围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Hofmann 

et al., 2003; Zohar, 2002a), 而管理者安全承诺是

安全氛围的核心(Fruhen et al., 2014)。根据信号理论

(Connelly et al., 2011; Spence, 2002), 管理者安全

承诺是员工不可见的信息, 需要管理者采取积极

的安全管理行动来释放信号, 传递自身对安全的

承诺。因此, 管理者的安全管理行动可以为员工

知觉安全氛围提供准确的情境信息(Fruhen et al., 

2019, Zohar, 2010)。 

2.3.1  安全管理行动与安全氛围 

安全管理行动可以有多种方式。根据管理者

是否直接与员工产生互动, 安全管理行动可分为

直接与间接行动两类(Fruhen et al., 2019)。前者是

指管理者与员工直接互动的行动, 包括管理者的

安全沟通(communication)、管理参与(managerial 

participation)、对员工的支持和指导(support and 

guidance)以及鼓励员工参与 (involving workers); 

后者是指管理者和员工之间没有或很少互动的行

动, 包括安全资源配置(allocating resources)和安

全政策与决策(policies and decision making; Fruhen 

et al., 2019; Kelloway et al., 2017)。基于信号理论

(Spence, 2002), 虽然直接和间接管理行动都是传

达管理者安全承诺的信号, 但信号是否有效受信

号可观察性, 即员工能够注意到信号的程度的影

响(Connelly et al., 2011)。与间接管理行动相比, 

高可观察性的直接管理行动是更可信、更准确的信

号。员工通过直接安全管理行动对管理者进行观察, 

并有机会了解到真实的管理者安全承诺(Kello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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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2017)。相反, 间接管理行动需要员工从文件

或可观察的结果中推断管理者安全承诺, 这可能

使 员 工 对 信 号 的 可 信 性 和 准 确 性 产 生 质 疑

(Kelloway et al., 2017)。例如, 对员工安全培训的

投资是来自于管理者安全承诺还是安全审核部门

的强制性要求? Fruhen 等人(2019)的研究发现, 管

理者积极参与直接安全管理行动是可以体现管理

者安全承诺更有效的信号。 

基于信号理论和社会信息加工理论(Griffin & 

Cururuto, 2016; Spence, 2002), 在日常工作过程

中, 主管实施的直接安全管理行动具有高可观察

性, 团队员工通过多次接触并加工这些信号, 可

以准确地了解管理者安全承诺, 形成更加积极的

个体心理安全氛围(Luria, 2019)。更进一步, 团队

成员之间通过社会确认来检验自身知觉的可靠性

和有效性, 从而在团队中涌现出更加积极的安全

氛围(Zohar, 2008; Zohar, 2010)。团队成员随后会

努力保持这一相似的知觉方式(Luria, 2019)。因此, 

管理者直接安全管理行动的干预策略有助于积极

安全氛围的形成和保持。 

主管与经理分别影响不同水平的安全氛围

(Zohar & Luria, 2005), 因此, 本项目将分别对主

管与经理的安全管理行动对安全氛围的影响进行

梳理。 

2.3.2  主管安全管理行动与团队安全氛围 

团队主管是组织安全氛围在员工中最直接的

代表和体现, 在执行组织政策和程序、并将组织

过程转化为更具团队或部门特色的实践中起关键

作用(Griffin & Curcuruto, 2016)。这也扩展了安全

氛围的构念 , 帮助形成团队内部的安全氛围

(Zohar & Luria, 2010)。主管作为“组织信息的守门

人” (gatekeepers), 可以按照自己对组织事件的知

觉, 向团队成员解释这些事件的意义, 从而在自

己的团队创造出与其他团队不同的共享氛围

(Zohar & Luria, 2010)。实际工作中, 组织中的政

策与程序不可能涵盖所有情形, 主管角色会有一

定的自主性。团队成员基于对日常很容易接触到

的主管重复观察, 对自己所处的组织环境进行解

释(Dragoni, 2005), 了解不同事件的优先级, 以及

哪些是被领导和组织所支持和认为有价值的行为

(Zohar, 2003)。主管日常安全管理行动给员工提供

了关于工作场所不同目标优先级的最准确信息

(Zohar, 2010), 当信息在团队成员中被共享并形成

普遍的看法, 就形成了团队层面的氛围。因此, 主管

对员工日常安全管理所开展的直接管理行动是员工

知觉团队安全氛围的有效信号, 通过提升这些行动

的频率增加信号的强度(Janney & Flota, 2003)可能

是员工团队安全氛围干预的有效策略 (Zohar, 

2002b; Zohar & Polachek, 2014)。 

2.3.3  经理安全管理行动与组织和团队安全氛围 

高层管理者(经理)代表了组织的利益、目标和

价值观(McFadden et al., 2014)。经理积极参与和员

工之间的直接安全互动, 将更多的时间花费在可观

察性高的直接安全管理行动中, 可以向员工表明安

全在组织各个职能中的重要性 (Kelloway et al., 

2017)。这一过程向员工传递了非常清晰的信号, 

表明经理关注员工的安全问题, 关心员工的福祉, 

也体现了经理对安全的高度承诺 (Fruhen et al., 

2019; Kelloway et al., 2017)。因此, 与主管的直接

安全管理行动类似, 提升经理的直接安全管理行

动频率可能是组织安全氛围干预的有效策略。 

此外 , 组织中经理与主管之间的大量互动

(Zohar & Luria, 2005)会对主管产生影响(Klein & 

Kozlowski, 2000), 因此经理安全管理行动也可能

对主管安全管理行动产生积极作用。员工不仅可

以从经理的关键安全管理行动中知觉到积极的组

织安全氛围, 也可以通过主管安全管理行动的变

化知觉到积极的团队安全氛围。社会学习理论

(Bandura, 1977, 1986)指出, 人类的行为大部分是

通过观察并模仿那些可靠的角色榜样 (credible 

role models)习得。因此, 低层级的主管会向他们

的经理寻求如何行为的信息, 并通过观察学习过

程模仿经理的行为模式(Mawritz et al., 2012)。具

体到安全情境, 组织中安全的优先级也可能通过

经理对主管产生影响(Tucker et al., 2016)。经理在

日常工作中开展的安全管理行动, 很可能会引发

主管对该行动的社会学习, 从而影响主管的安全

管理行动。如, 经理拜访员工工作区域和员工开

展安全沟通时, 主管通过观察形成有关组织内主

管安全管理行动规范的信息, 从而在自身的工作

权限范围内增加相应的安全管理行动, 包括但不

限于对员工日常安全行为的指导、鼓励员工安全

参与。因此, 经理的安全管理行动会对主管的安

全管理行动产生积极影响, 两个级别管理者的安

全管理行动分别形成了相应水平的安全氛围信号, 

员工不仅通过对经理安全管理行动信号的观察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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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组织水平的安全氛围, 还会通过对主管安全管

理行动信号的观察形成团队水平的安全氛围, 两

个水平的安全氛围既存在差异也具有整体一致性

(Zohar & Luria, 2005)。 

2.3.4  安全氛围的干预研究现状 

鉴于管理层对员工安全的承诺在整个安全氛围

维度框架中的重要性(Beus et al., 2016; McGonagle 

et al., 2016; Zohar, 1980), 以下将主要回顾该维度

相关的干预研究现状。 

总体而言, 现有有限的安全氛围干预研究使

用的方法主要有两种：改善领导力和提升管理者

安全管理行动。一方面, 通过培训提升管理者的

诸如变革型领导力或安全领导力等方式, 使领导

者表现出对员工个人安全和福祉的关注, 成为安

全工作的榜样, 激励员工超越最低安全标准, 并促

进安全相关问题的解决(Mullen & Kelloway, 2009)。

另一方面, 直接改善管理者的安全管理行动 , 如

鼓励管理者检查或视察工作现场 (Zhou et al., 

2011)、与员工一同参加安全讨论会议了解安全问

题(Kines et al., 2013)、和员工一同参与安全改进

项目解决安全问题(Rasmussen et al., 2006)以及为

安全投入新设备(Haas et al., 2016)等。在研究设计

方面, 仅有不到半数的研究使用了严谨的、包含

对照组前后测的现场准实验设计, 在改善领导力

或/和管理者安全管理行动的基础上, 追踪安全氛

围的提升情况。 

在干预效果方面, 提升管理者领导力的干预, 

虽然可以改善管理者在安全管理方面的技能, 但

只有当管理者自身具备安全动机时(Christian et al., 

2009), 才可能将技能转换成实际的安全管理行

动。换言之, 管理者领导力干预不必然引发管理

者安全管理行动的改善, 因此该方法所开展的安

全氛围干预效果不稳定 (如 , Kines et al., 2013; 

Nielsen et., 2008; Doda et al., 2015); 此外, 采用

管理者安全管理行动干预方法的研究中, 只有约

六成有效地提升了实验组的安全氛围, 干预效果

也不稳定。这其中可能的原因是管理者不同的安全

管理行动会对安全氛围产生不同的作用(Neal et al., 

2000; Tucker & Singer, 2015)。具体实践中, 员工通

过管理者直接和间接的安全管理行动知觉安全氛

围。与间接相比, 管理者通过与员工产生直接接触

的安全管理行动可以更准确地传达对安全的重视

(Kelloway et al., 2017)。因此有必要通过改善管理者

直接安全管理行动实施安全氛围干预。 

在干预对象方面 , 现有的研究以主管为主

(Zohar & Polachek, 2014; Mullen & Kelloway, 

2009), 或者同时将主管和经理纳入干预研究范围

(Bronkhorst et al., 2018), 未能探索经理对安全氛

围提升的独特影响。事实上, 安全氛围可能会因

员工知觉对象的不同而产生差异(Zohar & Luria, 

2005)。员工通过观察经理, 诸如与员工讨论安全

问题, 参与和指导安全改进活动等直接管理行动, 

形成组织安全氛围(Fruhen et al., 2019; Zohar, 2010)。

与之相对, 员工通过观察主管对下属安全绩效的

监督和奖励, 以及鼓励员工参与安全改进项目解

决安全问题, 形成团队安全氛围(Rasmussen et al., 

2006; Zohar & Luria, 2003)。因此, 本项目将回应

学者的呼吁, 验证不同级别的管理层采取不同的

管理行动对提升组织和团队安全氛围的作用。 

2.4  小结 

基于以上文献回顾, 本项目提出以下三个研

究目标。第一, 聚焦团队和组织两个水平的安全

氛围, 通过先导研究, 分别探索不同层级管理者

的关键安全管理行动对不同水平安全氛围的影响。

第二, 在团队层面, 探索主管关键安全管理行动的

改善对团队安全氛围提升的作用。第三, 在组织和

团队两个层面, 探索经理安全管理行动的改善对

组织和团队安全氛围共同提升的作用。 

3  研究构想 

本项目将通过 3 个研究来实现目标。研究 1

为交叉滞后问卷调查研究, 探索主管和经理关键

安全管理行动对团队和组织安全氛围的影响。研

究 2 为现场准实验研究, 探索改善主管关键安全

管理行动对提升团队安全氛围的有效性。研究 3

为现场准实验研究, 探索改善经理关键安全管理

行动对同时提升组织和团队安全氛围的有效性。该

研究将借鉴走动式管理 (Management by walking 

around, MBWA; Luthra, 2004), 设计可以提升管理

者安全承诺的走动式安全管理 (SMBWA, S 指

Safety)干预方案, 并探索该方案对组织和团队安

全氛围提升的有效性。项目研究框架见图 1。 

3.1  研究 1：主管和经理关键安全管理行动对不

同水平安全氛围的影响 

如前所述, 管理者对安全氛围的塑造具有至

关重要的作用, 他们的直接安全管理行动更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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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项目研究框架图 

 

能是员工对于安全氛围知觉的来源(Fruhen et al., 

2019)。主管与经理在对安全氛围的影响中扮演着

不同的角色(Zohar & Luria, 2005), 体现两者安全

管理承诺的关键安全管理行动可能存在差别

(Zohar, 2010)。 

对主管而言, 其有可能通过两个关键安全管

理行动体现自身对安全的承诺：对员工的支持和

指导, 以及鼓励员工参与安全。首先, 主管具有对

团队成员安全行为奖惩的自由裁量权(French & 

Raven, 1959; Thompson, 1967), 因此主管对员工

日常安全行为的管理行动可以展现其对员工安全

的重视程度(Zohar, 2002a), 包括对员工不安全行

为的提醒、纠正和处罚, 对员工安全行为的认可、

表扬和奖励。员工通过与主管日常的频繁接触 , 

重复观察主管安全管理行动(信号)(Zohar, 2003), 

通过意义建构的过程知觉主管安全管理承诺, 从

而影响团队安全氛围。其次, 主管也可以通过鼓

励员工积极参与安全管理, 让员工知觉到主管重

视安全并将安全放置在较高的优先级, 从而形成

积 极 的 团 队 安 全 氛 围 (Martínez-Córcoles & 

Stephanou, 2017)。因此, 高频率的主管关键安全

管理行动, 会增强主管安全承诺的信号强度 , 从

而对团队安全氛围产生积极影响。本研究由此提

出如下假设： 

H1：主管关键安全管理行动(对员工支持和指

导、鼓励员工参与)的频率与团队安全氛围呈正相关。 

对经理而言, 其更有可能通过两个关键安全

管理行动体现自身对安全的承诺：安全沟通和管

理参与, 从而影响组织安全氛围。首先, 经理的安

全沟通, 可以让经理和员工围绕安全话题展开讨

论(Zohar & Luria, 2005), 展示经理对政策、程序

和风险的理解 , 并表达对员工个人福祉的关注 , 

促进员工对经理安全承诺的评估(Kelloway et al., 

2017)。其次, 经理利用宝贵的时间资源(Flin, 2003)

访问工作场所参与员工日常的安全工作, 了解员

工的安全体验, 表明经理个人对安全的重视以及

安全在组织运作中的重要性。换言之, 经理在工

作现场的积极参与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 即经

理愿意花费时间来确保员工的安全和福祉, 展现

他们对安全的承诺(Kelloway et al., 2017)。因此, 

经理高频率的关键安全管理行动会向员工发出经

理对安全具有更高承诺的信号, 从而对组织安全

氛围产生积极影响。本研究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2：经理关键安全管理行动(安全沟通、安全

参与)的频率与组织安全氛围呈正相关。 

3.2  研究 2：改善主管关键安全管理行动的团队

安全氛围干预研究 

团队主管是组织政策、程序以及组织过程在

本团队落地过程中的核心角色(Griffin & Curcuruto, 

2016)。鉴于政策和程序的制定、资源分配等正式

的管理过程大多在组织层面实现(Flin, 2003; Flin 

& Yule, 2004; Zohar, 2014), 团队主管在安全方面

的直接管理行动对本部门员工团队安全氛围的形

成显得尤为重要(Flin & Yule, 2004)。首先, 主管

对团队员工的安全管理具有一定的安全支持与指

导的自由裁量权(French & Raven, 1959; Thompson, 

1967), 对员工不安全行为的纠正与处罚, 以及对

安全行为的肯定和奖励, 可以使员工理解哪些行

为是被期望的(Zohar & Polachek, 2014)。其次, 团

队主管可以通过鼓励员工参与安全 , 如实施“开

门”政策, 邀请员工参加安全讨论会, 促使员工提

出针对改善工作环境安全的建议(Hadjimanolis & 

Boustras, 2013)。让员工积极参与决策与计划, 尤

其是制定安全目标(O'Dea & Flin, 2001), 提高员

工对安全管理的参与度。这些促进员工参与的行

为展示了主管对安全的关注, 作为团队内员工的

参考框架 , 为员工的态度和行为提供了指导

(Niskanen, 1994)。员工在与团队主管日常的频繁

接触中 , 通过观察主管的关键安全管理行动

(Zohar, 2003), 经过意义建构和意义赋予的过程, 

形成对主管安全承诺的知觉。因此, 主管对于员

工的支持和指导以及鼓励员工参与这两种管理行

动, 作为自身安全承诺的有效信号, 可以使员工

知觉到更积极的团队安全氛围。综上所述, 本研

究提出如下假设： 

H3：与对照组主管相比, 实施了主管关键安

全管理行动干预的实验组主管有更高频率的关键

安全管理行动;  

H4：与对照组相比, 实施了主管关键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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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干预的实验组有更高水平的团队安全氛围。 

3.3  研究 3：改善经理关键安全管理行动的组织

和团队安全氛围干预研究  

经理有时间、人员和财务等相应资源的配置

权限, 可以在组织内部通过资源分配表明安全的

重要性 , 从而影响安全氛围 (Bosak et al., 2013; 

Flin et al., 2000)。员工通过观察经理对上述资源

分配的直接安全管理行动, 如花费时间向员工表

达对安全的关注 , 倾听员工对安全的担忧(Zohar 

& Luria, 2005), 参与安全改进活动, 以及制定资

源配置的安全决策等来知觉经理对安全的承诺

(Flin, 2003; Zohar, 2010; Fruhen et al., 2019)。因此, 

经理在更大的组织范围内为安全氛围定下了基调

(Flin et al., 2000), 通过改善经理的管理行动促进

安全氛围, 会对工作场所安全做出更大的贡献。

然而, 目前针对经理的安全氛围干预的研究非常

有限(Flin, 2003)。因此, 本研究计划探索经理的关

键安全管理行动干预对提升安全氛围的有效性。 

基于医疗领域患者安全氛围发展出的“走动

式安全管理” (SMBWA), 通过让管理者走访员工

的工作区域, 增加与员工的安全沟通, 使管理者

以一种非正式的方式直接参与到员工的相关活动

中(Luthra, 2004)。SMBWA 可以促进经理和员工

之间的安全对话(Luria & Morag, 2012), 与员工面

对面地沟通安全政策, 表达对安全的关注。与此

同时, 经理在此过程中能够倾听员工关于安全的

担忧, 了解员工关于提升安全的意见和建议 , 采

取措施对这些问题进行解决, 并及时向员工提供

反馈。此外, 通过 SMBWA, 经理可以通过对员工

工作地点的视察(Luria & Morag, 2012), 参加安全

活动以及安全相关任务, 更多地参与到安全管理

中。以上安全沟通以及安全管理参与的行动, 可

以成为管理者安全承诺的有效信号。员工通过对

这些信号的社会信息加工过程, 形成共享的安全

氛围(Kelloway et al., 2017)。医疗领域的实证研究

表明, 走动式管理对促进患者安全氛围具有积极

作用(Singer & Tucker, 2014; Thomas et al., 2005)。然

而, 据我们所知, 目前仅有一个研究验证了走动

式安全管理在工业组织中对员工安全改善的作

用。Luria 和 Morag (2012)的案例研究(case study 

method)发现, 走动式安全管理提高了管理者和员

工之间的安全沟通, 增加了管理者的安全管理参

与。但遗憾的是, 该研究没有检验其对安全氛围

的影响。因此, 本研究将基于前人的研究结果, 探

索经理走动式管理对提升组织安全氛围的有效

性。综上, 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5：与对照组经理相比, 实施了走动式安全

管理的实验组经理有更高频率的关键安全管理行

动;  

H6：与对照组相比, 实施了走动式安全管理

的实验组有更高水平的组织安全氛围。 

不仅如此, 经理走动式安全管理中所体现出

的安全管理行动, 会被团队主管观察和学习从而

增加自身的安全管理行动, 进而影响团队安全氛

围。依据社会学习理论(Bandura, 1977, 1986), 主

管通过对经理安全管理行动的模仿, 逐渐形成与

经理类似的行为模式(Brown et al., 2005)。具体而

言, 走动式安全管理具有高可视化、高权力、高

可信度以及指向性特点, 这使得主管更有可能从

经理那里获得有关适当管理行为及规范的信息

(Berscheid et al., 1976; Shamir, 1995)。众多研究也

验证了管理者行为在组织内的自上而下的影响, 

如：高层管理者的道德领导行为(Byun et al., 2018; 

Mayer et al., 2009; Ruiz et al., 2011)、变革领导行为

(Yang et al., 2010)、授权领导行为 (Li & Sun, 

2015)、辱虐行为(Liu et al., 2012; Mawritz et al., 

2012)等会影响低层级管理者相应的领导行为。因

此, 本研究认为经理走动式安全管理中所开展的

安全管理行动也会促进主管的安全管理行动, 从

而让员工知觉到更高水平的团队安全氛围。本研

究提出如下假设： 

H7：与对照组主管相比, 实施了经理走动式

安全管理的实验组主管有更高频率的关键安全管

理行动;  

H8：与对照组相比, 实施了经理走动式安全

管理的实验组有更高水平的团队安全氛围。 

4  理论建构 

安全氛围代表了安全在组织中的价值。以往

研究已充分检验了安全氛围对组织安全的预测作

用(Beus et al., 2010; Christian et al., 2009; Clarke, 

2010; Nahrgang et al., 2011)。虽然安全氛围干预的

理论探索是企业安全管理实践的迫切需求, 具有

良好外部效度的现场干预研究无论从可行性还是

从复杂性方面都是挑战, 因此目前关于安全氛围

干预策略及其有效性的实证研究非常有限(Zoh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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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lachek, 2014)。本项目基于需求牵引, 以期能

够通过现场准实验研究, 以影响安全氛围的关键

角色——管理者为研究对象(Hofmann et al., 2003), 

以具体的直接安全管理行动为干预策略, 探索安

全氛围改善实践的可操作方案。项目拟通过 3 个

研究实施基于安全管理行动改善的安全氛围干预, 

并对干预方案的有效性进行验证。具体的核心要

点阐述如下。 

首先, 基于信号理论(Spence, 2002), 本项目

构建了安全氛围干预的有效策略, 通过改善组织

中不同级别管理者的直接安全管理行动, 传递管

理者安全承诺(Fruhen et al., 2019), 为员工的安全

氛围知觉提供有效信号。虽然管理者的直接和间

接安全管理行动都可以传达他们对安全的承诺 , 

但具有高可观察性的直接安全管理行动(Spence, 

2002)能够为员工提供一个可以和管理者进行安

全互动、从而知觉到真实的管理者安全管理承诺

的机会。因此, 改善管理者直接安全管理行动的

干预策略可以更有效地提升安全氛围。从另一个

角度来看, 我们首次将信号理论引入安全氛围干

预的研究, 拓展了该理论的应用。 

其次, 根据主管与经理在安全管理职能上的

差异(Bass, 2008), 本项目提出二者相应的关键安

全管理行动, 并在探讨这些行动对相应水平安全

氛围影响的基础上开展干预研究, 为不同层级管

理者的安全氛围干预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具

体而言, 主管对员工安全行为的奖励以及对不安

全行为的纠正与指导, 可以改变员工对工作场所

可能被支持的行为的看法, 为员工后续的态度和

行为提供指导; 鼓励员工提出安全建议等促进员

工安全参与的行动展示了主管对安全的关注, 进

而有助于形成积极的团队安全氛围。经理与员工

的安全沟通, 能够表达其对安全的关注(Luria & 

Morag, 2012), 从而传递自身重视安全的信号; 经

理积极参与员工安全相关的活动表明他们愿意分

配时间来确保员工福祉, 从而展现自身对安全的

承诺(Kelloway et al., 2017)。本项目所开展的走动

式安全管理包括了经理安全沟通和管理参与的直

接安全管理行动, 是两个关键安全管理行动的重

要体现, 可以提升组织安全氛围。 

最后, 本项目基于社会学习理论(Bandura, 1977, 

1986)提出, 经理安全管理行动的干预不仅可以提

升组织安全氛围, 还可以提升团队安全氛围。主

管通过对经理安全管理行动的观察、学习和模仿, 

形成类似的行为模式, 即更多的主管安全管理行

动。员工可以从经理安全管理行动中知觉到更高

的组织安全氛围, 也可以从主管安全管理行动中

知觉到更高的团队安全氛围。据我们所知, 本文

首次提出经理安全管理行动的干预策略可以同时

引发组织安全氛围和团队安全氛围的变化。因此

本项目为多水平安全氛围干预提供了支持。 

本项目的创新点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理论创新。以往对于安全氛围形成理论的研究, 

主要围绕社会信息加工理论展开(He et al., 2019)。该

理论指出, 在一系列持续进行的社会认知加工过

程中, 员工将工作环境中各类事件作为情境线索, 

对组织价值观、优先事项、政策、和可能得到奖

惩的行为进行推断, 进而形成安全氛围(González- 

Romá et al., 2002)。然而, 社会信息加工理论并不

能解释何种信息才是员工最主要的知觉来源。从

安全氛围提升的视角, 难以推断出组织如何改善

才能提升安全氛围。本项目将信号理论引入安全

氛围形成的理论框架, 针对安全氛围的核心维度, 

即管理者安全承诺, 提出管理者直接安全管理行

动是员工知觉安全氛围的重要信息来源, 为安全

氛围形成与改变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视角创新。目前安全氛围干预的研究, 大多

数都将主管作为干预对象, 着重于改进其安全实

践(如增加与员工的安全互动; Zohar & Polachek, 

2014)或发展积极的领导力(如 , 安全变革型领导

力; Mullen & Kelloway, 2009)。此外, 一些研究开

发了同时包含主管和经理干预的项目(Bronkhorst 

et al., 2018; Nielsen et al., 2015), 但未能区分经理

和主管对不同水平安全氛围的提升作用。虽然从

广义上讲, 所有体现管理者安全承诺的措施都可

以看成是安全氛围的干预(Lee et al., 2019), 但针

对不同级别的管理层, 采用不同的方式可能更有

效(Naveh & Katz-Navon, 2015)。因此, 本项目采

用多层次的视角, 探索安全氛围多水平结构以及

与之对应的改善方法, 突出经理与主管各自的关

键安全管理行动在提升组织和团队安全氛围中的

不同作用。与此同时, 探索了以经理为对象的干预

对多水平安全氛围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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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ty management actions improvement as leverage for safety climate 
promotion in high-risk industries 

LI Yongjuan1,2, XU Yuanyuan1,2, WANG Moran1,3, XUE Junti1,2,  
FENG Yuting1,2, XU Yaoshan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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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orkplace safety is a crucial issue in high-risk industries around the world.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ical reliability, more than two-thirds of accidents are at least partly 

caused by human factors. Unsafe behavior is the trigger of system failure, and the latent situational factors 

(e.g., safety climate) are the “resident pathogens”. Therefore, improving the situational factors is one of the 

effective ways to safety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Although it’s well-documented that safety climate is a 

robust predictor of safety behavior, its intervention study is limited. As the core dimension of safety climate, 

management commitment to safety is most likely to be demonstrated by observable actions of leaders. Thus, 

the current research i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improving direct safety management actions on safety 

climate promotion. Specifically, a time-lagged survey is first designed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supervisors’ 

and managers’ key safety management actions on the team and organizational safety climate, respectively. 

Secondly, a quasi-experiment study is developed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the supervisor-based intervention 

on group safety climate promotion by improving supervisors’ direct safety management action. Third, another 

quasi-experiment study is designed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the manager-based intervention on organizational 

and group safety climate promotion by improving managers’ direct safety management action, in which an 

intervention method named Safety Management by Walking Around (SMBWA) is adopted. The research 

results are expected to contribute to safety management practice. 

Keywords: organizational safety climate, group safety climate, safety management actions, management 

commitment to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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